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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人民调解机制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泛化”趋势，闽南地区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更需要理性认识人民调解机制适用范
围的有限性。就闽南地区而言，人民调解机制在农村区域内、对案情相对简单的婚姻家庭纠纷的解决中具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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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看，效率是法律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物尽

其用”的前提在于用对地方。因此，为了促使人民调解机制更有效率地

发挥其作用，必须明确人民调解机制的适用范围。

闽南地区人民调解机制在解决婚姻家庭纠纷时调解成功率高，除

了该区域特有的文化背景等因素，“调和不调离”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虽然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为达到指标而事前挑选纠纷的倾

向，但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首先，从总体上看，人民调解机制自治性、

民间性的特性决定了人民调解员的大众化，不适宜解决复杂的案件; 其

次，一些案情过于复杂的离婚案件需要通过司法程序才能彻底解决; 最

后，在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几近达到离婚程度的情形下，双方愿意心

平气和、默契地选择“人民调解”这种方式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可见，

“调离”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这决定了人民调解机制在离婚纠纷中应

该适当“有所不为”。人民调解机制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究其根源在

于社会环境和现实基础的改变。从历史的角度看，马锡五审判方式被

认为是人民调解制度的重要里程碑。其诞生是由落后的经济基础和物

质条件决定的，“熟人社会”结构也为其运行提供了人文条件。而在现

阶段，随着人口流动的加速，闽南城市地区里原有的社会关系一定程度

上被稀释，一方面人民调解机制的基础面临冲击，另一方面诉讼却得到

迅速发展。因为在相对陌生的社会中，人们更需要规则来维系相互之

间的关系，法律则是最可靠的规则。当前，闽南地区除了有社会转型之

前的传统型纠纷，还有因利益分配不合理、不公平造成的新型纠纷。后

一类纠纷并不适合运用以化解情绪和心理对抗见长的人民调解方式加

以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应促使人民调解制度在“适当的范围”内尽

可能地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何为“适当的范围”? 笔者认为就闽南地区

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界定:

一、在闽南地区，农村相较于城市更适合人民调解机制的运行

闽南地区，既有发达的沿海城市，也有相对落后的农村、城郊，且后

者的比重不小。在农村地区，人口结构相对较稳定，大部分仍是“熟人

社会”。同时，这些地区思想较为传统、保守，“家丑不可外扬”等观念

强烈，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意识不强。因此，这些区域内通过人情、道

德风俗进行调解，有助于促使他们在解决纠纷后继续维持日常生活。

以厦门市同安五显镇农村家事纠纷援助中心的运作情况为例，经过六

年多的发展，该援助中心共受理 1106 起婚姻家事纠纷，平息 1103 个

“家庭战争”。据明溪村援助中心主任介绍，村里的家事纠纷一般都能

得到圆满的调解。可见，在农村地区，人民调解机制在婚姻家庭纠纷的

解决中运行效果较好。相比之下，地处沿海、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县市、

乡镇，由于社会陌生化和纠纷的复杂性等原因，对诉讼的需求更大。

二、人民调解机制更适合用于解决案情相对简单的纠纷

从案件维度上看，马锡五审判方式仅适用于案情简单、数额小的案

件。由于所涉利益不大，人们对程序保障和形式正当性没有太高的要

求，更加关注的是成本的高低。人民调解机制对于当事人而言是低投

入的纠纷解决方式。然而，闽南地区内的部分离婚案件纠纷涉及的法

律问题比较复杂，包括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纠纷所涉利益越

大，人们越是关注程序上的合理和形式上的公正。这些纠纷都有待法

官从一个更为客观、理性、公平的角度加以评判，即通过诉讼才能彻底

地解决。因此，当前人民调解中存在的“调和不调离”现象有一定的合

理性，即将人民调解机制的适用范围限定在解决小型、简单的婚姻家庭

纠纷上。

三、人民调解机制适用范围的有限性，决定了人民调解与法院审判

既要明确分工，也要紧密合作

对于相对简单的纠纷，可以通过调解化解，“小事化无”; 而矛盾严

重、案情较为复杂的纠纷通过诉讼才能更彻底地解决。对此有学者提

出“调解前置”的看法，即对于一些特定的纠纷，可以考虑规定强制调

解，把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作为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比如，涉及特

殊社会关系的纠纷，尤其是家事等。笔者认为，“调解前置”不失为一个

可行的尝试。从五显镇农村家事纠纷援助中心的实践看，该做法的效

果十分显著，实现了诉讼与非诉讼的较好衔接。目前在同安区大同法

庭的实践中，援助中心的调解已成为家事纠纷诉讼的一个前置环节，真

正处在解决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上，而调解协议实际上就成为法官断案

的“蓝本”。通过实行调解前置，对于婚姻家庭领域内的普通纠纷，可以

先经“情理”说服，避免滥诉造成法院负担过重。此外，将一部分案件化

解在诉前，减少进入诉讼的案件，有利于把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

避免矛盾激化。因此，人民调解委员会与法院分工合作，有利于纠纷的

分流，也有利于纠纷的合理、合法解决。

综上所述，人民调解机制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就闽南地区而言，

人民调解机制在农村区域内、对案情相对简单的婚姻家庭纠纷的解决

中具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在人民调解制度推广的过程中，我们更应该

保持理性的态度，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样才能促进人民调解机制

在适当的范围内发挥最大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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